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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牡蛎二倍体及三倍体幼虫生物学特征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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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了评估香港牡蛎二倍体及三倍体幼虫生物学特征, 于 2013~2015 年, 在湛江和北海两地比较

了二倍体及三倍体幼虫生长、存活及变态差异, 计算了三倍体优势率, 评估了倍性与环境效应互作对其

表型性状的影响。结果表明: 三倍体 D 形幼虫显著大于二倍体幼虫, 之后, 伴随着个体增长, 生长优势逐

渐增大, 15 日龄时的三倍体优势率为 8.9%~9.1%。三倍体幼虫存活力与二倍体相当, 未出现大量致死现

象。三倍体变态规格显著大于二倍体, 其优势率为 5.1%~5.3%; 三倍体变态时间显著低于二倍体, 但其变

态率与二倍体相当, 不存在显著差异(p>0.05)。经过双因子分析模型的方差分析检测, 发现倍性和环境效

应都会对香港牡蛎幼虫生长产生显著影响(p<0.001), 环境是影响幼虫存活率及变态的主要因子(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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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牡蛎(Crassostrea hongkongensis)是一种半

咸水型牡蛎 , 主要分布在我国的南方沿海 , 包括福

建、广东、广西、海南等地, 具有生长快、个体大、

味道鲜美等优点[1]。在华南地区, 香港牡蛎俗称“白

蚝”, 是 2003 年从原来的近江牡蛎(Crassostrea rivu-

laris)中分离出来的一个新种[2-4]。香港牡蛎具有悠久

的养殖历史, 至 2017年, 其年产量近 176万吨, 占我

国牡蛎产量的 36.5%, 贝类总产量的 15%, 已经成为

华南沿海贝类产业发展的最主要经济贝类之一[5]。 

近些年 , 学者们先后进行了香港牡蛎遗传育种

工作, 采用巢式平衡设计建立了多个香港牡蛎家系, 

评估了遗传力与遗传相关 [6]; 开展了香港牡蛎选育

工作 , 计算了生长性状的选择反应及现实遗传力 , 

选育了速生系和抗逆系 [7]; 进行了系间及种间杂交

育种 , 评估了杂种优势与杂种潜力 , 培育出具有生

长、抗逆双重优势的香港牡蛎杂交系[8-9]; 构建了以

香港牡蛎为核心物种的远缘杂交育种体系, 通过种

间杂交、种间回交、分子辅助育种等技术手段培育

出我国南方第 1 个牡蛎新品种“华南 1 号”, 为香港牡

蛎养殖产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可靠的技术保障[9~11]。

与此同时, 学者们开展了香港牡蛎多倍体育种工作, 

但是关于倍性和环境对香港牡蛎三倍体幼虫生长及

存活影响的研究较少。本文在成功实现香港牡蛎三

倍体高效诱导的基础上[12-14], 以二倍体幼虫为对照, 

评估香港牡蛎三倍体幼虫生物学特征与生产性能 , 

以期为香港牡蛎多倍体育种体系构建基础。 

1  材料与方法 

1.1  幼虫生产 

在 2013—2015 年每年的 5—7 月, 以性腺成熟的

香港牡蛎(珠海群体)为亲本, 通过解剖法获得精卵, 

选择 9 个卵子质量较好的个体作为母本, 3 个精子活

跃的个体作为父本, 按照 40~50个/mL 的卵子密度授

精, 3 个真重复实验组。其中, 1/3 的受精卵用作二倍

体对照组, 参照生产香港牡蛎全三倍体的时间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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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方法[13], 采用 0.5 mg/L 的细胞松弛素 B 处理 2/3

的受精卵, 抑制其第二极体排放, 能够获得 100%三

倍体幼虫[12]。 

1.2  幼虫培养 

2013—2015 年期间, 为了比较二、三倍体幼虫

生物学差异, 每年分别采用 3 个 400 L 黑桶培养二倍

体, 3 个 400 L 黑桶培养三倍体幼虫, 采用微充气模

式进行培养, 幼虫密度控制在 3~4 个/mL, 每天换水

量 30%, 投喂金藻 5 000~10 000 个/(mL·d)。为了比

较环境对幼虫生长性能影响, 在中国科学院南海海

洋研究所湛江经济动物实验站(以下简称 : 湛江站)

和广西北海贝类综合实验站(以下简称 : 北海站)两

地开展以上实验。在此期间, 湛江站海水温度为 28~ 

31.5℃, 盐度为 16~18, pH 为 8.1~8.4; 北海站站海水

温度为 27.3~29.6℃, 盐度为 18~21, pH 为 7.9~8.0。 

1.3  指标测定 

分别用光学显微镜测量 D 形幼虫壳长, 3、9、15

日龄幼虫壳高及 3、9、15 日龄的存活率。变态规格

是指初生壳与次生壳交界处的幼虫壳高; 变态时间

是从受精至 90%眼点幼虫出现鳃、次生壳, 完全固着

在附着基上的时间; 变态率是指完成变态稚贝数量

与眼点幼虫数量百分比。存活率是指边际存活率, 即

两个时间点间幼虫数量的比值[16]。每个实验组设 3

个重复, 每个重复随机测量 30 个个体。 

1.4  数据分析 

用 SPSS19.0 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处理, 不

同实验组间数据的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方法

(One-way ANOVA), 用 Turkey 法进行组间多重比较, 

差异显著性设置为 p<0.05。 

为了评估三倍体幼虫的三倍体优势, 参照 Zhang

等[14]的方法, 利用如下公式计算三倍体优势率:  

Td (%)=(N3–N2)×100/N2,        (1) 

式中: Td(%)表示三倍体优势率, N3 表示三倍体幼虫

壳高或存活率, N2 表示二倍体幼虫壳高或存活率。Td

值为正数代表三倍体有优势, Td 值为负数代表二倍

体有优势。 

为了检测倍性效应及其环境效应对表型性状的

影响, 参照 Qin 等方法[15-16], 利用双因子分析模型检

测倍性(ploidy, P)及环境(Environment, E)对各实验组

代表型性状的影响:  

Yijk =μ+Pi+Ej+(P×E)ij+eijk,            (2) 
式中: Yijk 为 k 个重复 i 个基因型 j 种环境下的壳高(存

活率); μ为常数; Pi为壳高、存活率等的基因型(i=1, 2); 

Ej 为壳高、存活率等的环境效应(j=1, 2); (P×E)ij 为基

因型与环境的交互作用; eijk 为随机误差(k=1, 2, 3)。为

了提高正态性和方差齐性, 壳高数据在分析前进行对

数转换, 存活率数据在分析之前进行反正弦转换[16]。 

2  结果 

2.1  生长 

从表 1 中可以出, 刚孵化出的三倍体 D 形幼虫

壳长(73.6~74.5 μm)显著大于二倍体(70.3~71.4 μm), 

三倍体优势率为 4.3%~4.7%。3 日龄时, 幼虫发育至

壳顶前期阶段, 湛江站的二、三倍体幼虫壳高分别为

90.5±3.6 μm、96.3±4.5 μm, 三倍体优势率为 6.4%; 

北海站的二、三倍体壳高分别为 99.7±4.7 μm、

106.3±5.2 μm, 三倍体优势率为 6.6%。9 日龄时, 幼

虫发育至壳顶中期阶段, 湛江站的二、三倍体幼虫壳

高分别为 155.2±12.8 μm、165.7±15.7 μm, 三倍体优势

率为 6.8%; 北海站的二、三倍体壳高分别为 175.4± 

16.0 μm、188.6±17.9 μm, 三倍体优势率为 12.5%。

15 日龄时, 湛江站的二、三倍体幼虫的壳高分别为

252.7±199.7 μm、275.6±22.1 μm, 三倍体优势率为

9.1%; 北海站的二、三倍体壳高分别为 295.4±25.6 μm、

321.7±28.1 μm, 三倍体优势率为 8.9%(表 1)。 
 

表 1  二、三倍体幼虫生长比较及优势率 
Tab. 1  Comparison of growth of diploid and triploid larvae and triploid advantage  

类别 孵化/μm 3 日龄/μm 9 日龄/μm 15 日龄/μm 

二倍体 71.4±0.9 b 90.5±3.6 b 155.2±12.8 c 252.7±19.7 d 

三倍体 74.5±2.8 a 96.3±4.5 a 165.7±15.7 b 275.6±22.1 c 湛江 

Td/% 4.3 6.4 6.8 9.1 

二倍体 70.3±1.0 b 99.7±4.7 b 175.4±16.0 b 295.4±25.6 b 

三倍体 73.6±2.5 a 106.3±5.2 a 188.6±17.9 a 321.7±28.1 a 北海 

Td/% 4.7 6.6 7.5 8.9 

注: Td 表示三倍体优势; 同一列不同上标字母表示有显著性差异(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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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 , 两个实验站中北海站更适合于香港

牡蛎幼虫生长, 无论是二倍体还是三倍体均快于湛江

站; 而且, 两个站点三倍体幼虫一直大于二倍体, 说

明三倍体在幼虫阶段就具有明显的三倍体优势。通过

双因子分析模型检测发现, 倍性效应和环境效应都对

香港牡蛎幼虫生长产生了极显著的影响, 而在幼虫生

长的过程中二者间交互作用也产生了显著影响(表 2)。 

2.2  存活 

3 日龄时 , 湛江站的二、三倍体存活率分别为

85.4%、83.2%, 三倍体优势率为–2.6%; 北海站的二、

三倍体存活率分别为 90.6%、91.7%, 三倍体优势率

为 1.2%。9 日龄时, 湛江站的二、三倍体存活率分别

为 76.1%、73.7%, 三倍体优势率为–3.2%; 北海站的

二、三倍体存活率分别为 85.2%、83.7%, 三倍体优

势率为 2.5%。15 日龄时, 湛江站的二、三倍体存活

率分别为 45.5%、42.3%, 三倍体优势率为–7.0%, 北

海站的二、三倍体存活率分别为 67.7%、70.2%, 三

倍体优势率为 3.7%(表 3)。 

 
表 2  幼虫期倍型与环境互作(P×E 模型)对存活及生长性状影响的方差分析 
Tab. 2  Ploidy and environment interaction during various larval stages and its influence on survival and growth traits 

生长 存活 
类别  df 

MS p 值 MS p 值 

P 1 0.032 <0.001*** — — 

E 1 <0.001 0.681 — — 孵化 

P×E 1 <0.001 0.932 — — 

P 1 0.095 <0.001*** 0.077 0.063 

E 1 0.073 <0.001*** 0.030 0.025* 3 日龄 

P×E 1 0.001 0.046* 0.001 0.750 

P 1 0.083 <0.001*** 0.080 0.070 

E 1 0.154 <0.001*** 0.020 0.006** 9 日龄 

P×E 1 0.002 0.035* 0.033 0.027* 

P 1 1.231 <0.001*** 0.035 0.102 

E 1 0.678 <0.001*** 0.154 <0.001*** 15 日龄 

P×E 1 0.002 0.040* 0.017 0.013* 

 
表 3  二、三倍体幼虫存活率比较及其优势率 
Tab. 3  Comparison of survival rate between diploid and 

triploid larvae and triploid advantage 

类别 3 日龄/% 9 日龄/% 15 日龄/%

二倍体 85.4±4.8 b 76.1±5.3 b 45.5±5.9 b

三倍体 83.2±5.3 b 73.7±7.1 b 42.3±8.7 b
湛

江 
Td/% –2.6 –3.2 –7.0 

二倍体 90.6±2.3 a 85.2±3.9 a 67.7±6.0 a

三倍体 91.7±2.5 a 87.3±3.7 a 70.2±6.8 a
北

海 
Td /% 1.2 2.5 3.7 

注: Td 表示三倍体优势; 同一列不同上标字母表示有显著

性差异(p<0.05) 

 
上述结果显示: 北海站二、三倍体幼虫存活率均

高于湛江站点, 且同一站的二、三倍体之间存活率相

当, 差异不显著。经过双因子分析模型检测, 发现环

境效应对于香港牡蛎幼虫存活率一直有极显著影响, 

倍性与环境间的交互作用也对幼虫存活率有显著影

响, 但是倍性效应并不会显著影响幼虫存活率(表 2)。 

2.3  变态 

三倍体幼虫变态规格显著大于二倍体 , 表现出

一定的三倍体优势, 湛江站和北海站的三倍体优势

率分别为 5.1%、5.3%。而且三倍体幼虫变态时间较

二倍体短, 湛江二、三倍体的变态时间分别为 23.3 d、

19.7 d, 北海二、三倍体的变态时间分别为 20.3 d、

17.3 d。从其变态率上看, 同一站的三倍体变态率略高

于二倍体, 但二、三倍体间无显著差异, 且北海站培

养的二、三倍体幼虫变态率均显著高于湛江站(表 4)。 

3  讨论 

3.1  倍性和环境效应对香港牡蛎幼虫生长

有显著影响 

倍性和环境的交叉作用分析发现, 倍性和环境

效应都会对香港牡蛎幼虫生长产生极显著的影响

(p<0.001), 这也和在其他种牡蛎中的研究结果相似。

很多研究者已经证明了三倍体贝类的快速生长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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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二、三倍体幼虫变态参数比较 
Tab. 4  Metamorphic index of diploid and triploid larvae 

类别 变态规格/μm 变态率/% 变态时间/d

二倍体 360.3±0.9 b 50.6±4.55 b 23.3±2.5 c

三倍体 378.6±2.8 a 53.1±4.03 b 19.7±1.5 b
湛

江 
Td/% 5.1 4.9 — 

二倍体 361.2±2.08 63.4±5.63 a 20.3±1.0 b

三倍体 380.5±2.56 65.7±6.77 a 17.3±1.3 a
北

海 
Td /% 5.3 3.6 — 

注: Td 表示三倍体优势; 同一列不同上标字母表示有显著性差

异(p<0.05) 

 
包括在美国硬壳蛤(Mercenaria mercenaria notata)[17]、

扇贝 (Argopecten ventricosus)[18]、美洲牡蛎 (Crasso-

strea virginica)[19]及太平洋牡蛎(Crassostrea gigas)[20-21]

等。通常情况下, 三倍体比二倍体牡蛎生长速度快, 

主要可归因于 3 个方面: (1) 细胞巨态, 三倍体细胞

比二倍体大; (2)杂合度高, 三倍体杂合度较二倍体

高, 导致生长速度快; (3)育性差, 三倍体高度不育, 

在繁殖季节将生殖能量转化为生长能量[22-24]。对于

香港牡蛎而言, 笔者也发现三倍体细胞确实大于二

倍体 , 而且三倍体的杂合度也高于二倍体 , 可能是

导致三倍体幼虫生长快的主要因素(待发表)。由于幼

虫没有性成熟 , 所以本文中的三倍体幼虫生长快 , 

不能用育性差解释。此外, 笔者也发现香港牡蛎三倍

体生长相关通路即类胰岛素通路中大部分关键基因

表达量较高 , 具有较强的正向调节作用 , 这可能是

解释三倍体生长快的另外一种机制[16]。 

环境会对香港牡蛎的幼虫生长产生显著性影响, 

在其他贝类也发现了类似的结果[24-26]。Casas 等发现

温度和盐度对美洲牡蛎生长及生理产生很大影响[25]; 

Nell 等发现太平洋牡蛎在相对高温条件下, 展现出

快速生长能力 [26]; 杜俊鹏等发现盐度会显著性影响

香港牡蛎的生长、香港牡蛎幼虫在盐度 20 和 25 情

况下生长较快[27]。环境因子对牡蛎幼虫生长的影响

主要是通过影响其摄食及代谢, 林丽华等发现盐度

会对香港牡蛎的摄食及代谢产生显著影响[28]。上述

研究结果都说明环境效应的确能对香港牡蛎幼虫生

长产生显著影响。 

3.2  环境效应对香港牡蛎幼虫存活有显著

影响 

三倍体牡蛎的存活力往往比二倍体差 , 尤其是

早期阶段, 如孵化、幼虫培养和变态等阶段, 由于药

物处理诱导的原因 , 部分幼虫存活能力较低 , 但一

旦形成稚贝 , 存活力往往会比二倍体高 , 因为三倍

体免疫力大多高于二倍体[29]。这也和其他贝类的研

究结果相似, Zhang 等在香港牡蛎三倍体[14]、Callam

等在美洲牡蛎三倍体中[19]、Ibarra 等在太平洋牡蛎三

倍体中都发现浮游幼虫前期三倍体存活率较低 [20], 

而后期二、三倍体存活没有显著性差异。 

杜俊鹏等发现盐度过高或过低都会引起香港牡

蛎幼虫死亡率升高[27]; Piferrer 等也确认了环境条件

对牡蛎幼虫存活率有显著影响[29]。而在本研究中, 我

们也发现三倍体幼虫存活力与二倍体相当, 虽然湛

江站表现出存活力劣势, 但是三倍体存活率与二倍

体相差不大 ; 双因素分析发现 , 环境效应是影响存

活率的主要因素[30-31], 这也和前述的研究结果一致。 

3.3  倍性对香港牡蛎幼虫变态有一定影响 

变态是海洋软体动物生命周期的最关键的转折

点, 是从幼虫到稚贝的桥梁。对于牡蛎而言, 一旦完

成变态 , 生活方式从浮游生活转变为底栖生活 , 呼

吸和滤食方式从用面盘中口纤毛环到用鳃, 贝壳结

构发生变化由原来的几丁质初生壳到长出出钙质次

生壳[32]。在本研究中, 三倍体香港牡蛎幼虫相对于二

倍体而言, 具有生长快、变态时间短的特点, 尚未出

现延迟变态现象。二、三倍体变态率相当, 说明三倍

体幼虫也可以正常变态, 形成稚贝。这也和在太平洋

牡蛎、美洲牡蛎中的研究结果一致[19-20, 23-34], 说明倍

性虽然会对牡蛎变态时间产生一定影响, 但是对于

变态率没有显著影响。 

总之, 通过比较二、三倍体香港牡蛎幼虫生物学

的差异, 发现三倍体香港牡蛎幼虫相对二倍体生长

快, 表现出三倍体优势; 存活力及变态水平相当, 说

明三倍体从幼虫到变态阶段并未表现出明显的生理

缺陷 ; 倍性及环境效应都会显著影响幼虫的生长 , 

环境效应是影响幼虫存活率的最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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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urvival, growth, and metamorphosis of diploid and triploid larvae of the Hong Kong oyster Crassostrea 

hongkongensis were investigated. Larvae were collected from sites at Zhangjiang and Beihai from 2013 to 2015. 

The advantage offered and the effects of ploidy and environment on phenotype were assessed. Triploid D larvae 

were significantly larger than diploid larvae. This growth advantage gradually increased, reaching 8.9%–9.1% at the 

age of 15 days. No significant mortality was observed, and viability of diploid and triploid larvae was comparable. 

At metamorphosis, triploid larvae were larger than diploid larvae, with a triploid advantage of 5.1%–5.3%. More-

over, the duration of metamorphosis of triploid larvae was shorter than that of diploid larvae. No notable differences 

in metamorphosis as such are observed between diploid and triploid larvae. Using the P×E method, ploidy and en-

vironment are found to significantly influence larval growth (p < 0.001). Environment is the primary factor that 

affects survival and metamorphosis of Hong Kong oyster larvae (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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